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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比较
———基于 Ｍｅ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模型

郭　斌，尹梦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５５）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必然导致耕地生产效率的差异。
针对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分别测算粮食、蔬菜、水果的耕地生产

效率，分析技术缺口比率，并将生产无效率分解为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结果表明，关中地区不同农业

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在群组前沿下的耕地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共同前沿下的耕地生产效率；种植蔬菜和水果的耕地

生产效率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生产效率；各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无效率无效主要是因为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进

而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有针对性的培育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耕地生产效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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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秦岭和渭北山系之间，面积约３．６
万ｋｍ２，包括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及杨凌
示范区。同时，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市处于“关中灌区吨

良田产业带”，铜川、咸阳、宝鸡等市属于“渭北旱作高产玉米

产业带”，关中地区农业地理位置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各农业

经营主体间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科技水平等存在差距，对其

耕地生产效率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培育农

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同时，为了进一步完

善各主体间由于技术水平差异导致的生产效率测度偏差，从

节约资源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指农业生产活动中，溶解的

或固体的污染物）排放２个方面同时考虑，从“技术”和“管
理”２个角度深入分析各主体间资源无效的原因，并提出提高
关中地区耕地生产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为省、地市级政府制

定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

单元的范围与类型日渐多样化，已有文献对耕地生产效率的

研究主要是利用宏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１－６］，而缺乏利用微

观数据对耕地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现有文献对除传

统承包经营农户以外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的研

究相对较少［７－１０］，由于针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

的研究相对缺乏，所以针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

提升路径的文献相对也较少。

１　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中，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可以

分为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参数法包括随机前沿方法（ＳＦＡ）、自
由分布法（ＤＦＡ）和厚边界方法（ＴＦＡ）；非参数法包括数据包
络分析法（ＤＥＡ）和自由可置壳法（ＦＤＨ）。由于非参数法不
须要设定函数，避免了函数设定带来的误差，应用最为广

泛［１１］。ＤＥＡ方法由于不用考虑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单位，
便于处理多输入多输出生产过程而得到广泛的应用［１２－１４］。

为了解决 ＤＥＡ模型无法考虑“松弛变量”的问题，Ｔｏｎｅ提出
基于投入、产出松弛变量的环境效率评价模型（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Ｍ）。ＳＢＭ模型不需要进行径向和角度选择，还充
分考虑了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度量的环境效率值也更加

精确，从而更加符合生产实际，使用也较普遍［１５－１６］。对于效率

研究的方法，尽管相关研究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存

在一个基本的限制，即没有考虑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生产技术存

在差异，因此测度出来的效率值是有偏差的。由于不同农业经

营主体在人员结构、发展水平、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不能考虑这些差异，将这些主体在同一技术水平下进行耕

地生产效率比较，则无法获得各农业经营主体真实的耕地生产

效率。对此，Ｂａｔｔｅｓｅ等给出了解决方法，首先根据某一标准将
各ＤＵＭ划分为不同群组，用随机前沿法（ＳＦＡ）构建共同前沿
和不同群组前沿，并测算出共同前沿和不同群组前沿的技术效

率，将两者比值定义为技术缺口比率（ＴＧＲ）［１７］。在此基础上，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构建了基于 ＤＥＡ方法的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１８］。

因此，采用共同前沿（Ｍｅ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模型对关中地区不同农
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进行分析。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

２．１　方向距离函数
在测算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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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非期望产出（农业面源污染），而能够在模型中对期望产

出和非期望产出进行区别对待是方向距离函数模型（ＤＤＦ）
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引用方向距离函数来测算耕地生产

效率。

　　假设关中地区每个经营主体的 ｎ种投入为 ｘ＝（ｘ１，ｘ２，
…，ｘｎ）∈Ｒ

＋
Ｎ，可以产出 Ｍ种理想产出 ｙ＝（ｙ１，ｙ２，…，ｙＭ）∈

Ｒ＋Ｍ 和Ｉ种非理想产出ｂ＝（ｂ１，ｂ２，…，ｂＩ）∈Ｒ
＋
Ｉ。生产可能集

如下Ｐｔ＝｛（ｘｔ，ｙｔ，ｂｔ）：ｘｔ｝：能生产（ｙｔ，ｂｔ）｝。
将基于产出方向的方向距离函数定义为：

Ｄ→ｔ（ｘｔ，ｙｔ；ｇｙ，－ｇｂ）＝ｓｕｐ｛β：（ｙ＋βｇｙ，ｂ－βｇｂ）∈Ｐｔ（ｘ）｝。
（１）

２．２　共同前沿（Ｍａｔ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模型
对于ＤＥＡ模型中的各ＤＵＭ，通过投入（ｘ∈Ｒｍ）可以得到

产出（ｙ∈Ｒｎ），包含所有投入产出的共同技术集合为 Ｔｍｅｔａ＝
｛（ｘ，ｙ）｜ｘ≥０，ｙ≥０，ｘ可生产ｙ｝：可生产，与之对应的生产可
能集为：Ｐｍｅｔａ（ｘ）＝｛ｙ｜（ｘ，ｙ）∈Ｔｍｅｔａ｝，Ｐｍｅｔａ（ｘ）的上界即为“共
同前沿”。共同技术效率（ＭＴＥ）等价于共同距离函数 Ｄｍｅｔａ，

即 ０≤ Ｄｍｅｔａ （ｘ，ｙ） － ｉｎｆθ θ＞０｜ ｙ{ }θ ∈Ｐｍｅｔａ（ｘ{ }） ＝

ＭＴＥ（ｘ，ｙ）≤１。　
　　假设研究总体中存在 ｋ个子技术水平的子集合 ＴＫ，Ｋ＝
１，２，…，ｋ，则Ｔｍｅｔａ＝｛Ｔ１∪Ｔ２∪…∪ＴＫ｝。

群组技术集合ＴＫ＝｛（ｘ，ｙ）｜ｘ≥０，ｙ≥０｝，在群组 Ｋ中 ｘ
可以生产ｙ，对应的生产可能集ＰＫ（ｘ）＝｛ｙ｜（ｘ，ｙ）∈ＴＫ｝。群
组技术效率（ＧＴＥ）等价于群组距离函数Ｄｋ，即０≤Ｄｋ（ｘ，ｙ）＝

ｉｎｆθ θ＞０｜
ｙ{ }θ ∈Ｐｋ（ｘ{ }） ＝ＧＴＥ（ｘ，ｙ）≤１。

　　距离函数Ｄｍａｔｅ和Ｄｋ分别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条件下
用公式（１）所示的方向距离函数模型进行计算。

在共同前沿框架下，最重要的指标是“技术缺口比率

（ＴＧＲ）”，该指标反映了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技术水平的差
距。ＴＧＲ用共同和群组距离函数表示为。

０≤ＴＧＲ＝Ｄ
ｍａｔｅ（ｘ，ｙ）
Ｄｋ（ｘ，ｙ）

＝ＭＴＥ（ｘ，ｙ）ＧＴＥ（ｘ，ｙ）≤１。

　　技术缺口比率将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紧密地联系起来，
用来衡量同一ＤＵＭ在不同前沿下的技术效率差距，ＴＧＲ数
值越大，表明实际生产效率越接近潜在生产效率［１９－２０］。

２．３　生产效率无效率分解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差异的

真正原因，参考Ｃｈｉｕ提出的方法，将共同前沿下关中地区各
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无效（ＩＥ）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
（ＴＩＥ）和管理无效率（ＭＩＥ）［１９］，具体如下：

ＩＥ＝１－ＭＴＥ＝ＴＩＥ＋ＭＩＥ；
ＴＩＥ＝ＧＴＥ×（１－ＴＧＲ）；
ＭＩＥ＝１－ＧＴＥ。

２．４　样本、数据及变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２０１３年中央１号文件也提出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和专业大户，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指普通农户。因此，

本研究的经营主体主要包括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户。

近年来，关中地区农业发展势头良好，为了全面了解不同

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笔者所在课题组在关中地区５市１
区的１４个县（区）选取３５０个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专项调
研，收回有效问卷３３３份，有效问卷率达 ９５％，调研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１—３月。由于考虑到每个经营主体受生产规模、地
理位置、生产条件、所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存在较大

差异，所以调查对象以选取典型样本的方式确定，调研区域及

各县（区）主要农作物分布见表１。

表１　调查区（县）主要农作物统计

地级市 县（区） 主要作物

西安市 长安区 绿叶类蔬菜、葡萄（户太八号）、草莓

户县　 各类蔬菜、葡萄（户太八号）、草莓、樱桃

周至县 玉米、小麦、各类蔬菜、猕猴桃

高陵区 玉米、小麦、大棚蔬菜、西瓜

咸阳市 泾阳县 玉米、小麦、葡萄

三原县 玉米、小麦、各类蔬菜、桃

宝鸡市 扶风县 玉米、小麦、西红柿

陈仓区 玉米、小麦、各类蔬菜、西瓜

岐山县 玉米、小麦、各类蔬菜、

眉县　 猕猴桃

渭南市 富平县 玉米、小麦、苹果、葡萄（红提）

蒲城县 玉米、苹果、葡萄（红提）

铜川市 耀州区 小麦、苹果、桃

杨凌区 各类蔬果

　　由于粮食、蔬菜、水果３类作物之间的投入产出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分别分析它们对不同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的差

异，调查数据中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分布情况

生产

类型

各经营主体的数量（个）

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农户 合计

粮食 ３２ ２５ ４４ ４３ ２３ １６７
蔬菜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６ １２ ６５
水果 ３３ １４ １２ １２ ３０ １０１
合计 ７７ ５１ ６９ ７１ ６５ ３３３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回顾，考虑到耕地生产效率反映
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经济效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情况，在耕地生产效率评价过程中选择土地、劳动力、农业机

械、化肥、农药等作为耕地生产效率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分

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使用农业总产值表示，非

期望产出使用农业面源污染［指重铬酸盐指数（ＣＯＤＣｒ）排放
量、总氮（ＴＮ）排放量、总磷（ＴＰ）排放量的总和］表示［２１－２４］。

耕地生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见表３。
　　农业生产过程中伴随产生的农业污染是影响耕地生产效
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污染物排放量越多，对农业生产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耕地生产效率则越低。农业面源污染

排放量的计算根据饶静等提出的农业产污系数［２５－２６］确定，农

作物产污系数为：ＣＯＤＣｒ １．２８６４００ｋｇ／ｈｍ
２，ＴＮ 含量

０．００８２６７ｋｇ／ｈｍ２，ＴＰ含量０．００１２０７ｋｇ／ｈｍ２［农作物造成的
面源污染（ＣＯＤＣｒ、ＴＮ、ＴＰ）＝农作物产量 ×农作物产污系数
（ＣＯＤＣｒ、ＴＮ、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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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类型 类别 变量及说明

投入 生态指标　 农药施用量（ｋｇ）
化肥施用量（ｋｇ）

非生态指标 农业从业人数（人）

农业机械总动力（ｋＷ）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ｈｍ２）

产出 期望产出　 农业总产值（万元）

非期望产出 农业面源污染（ＣＯＤＣｒ排放量、
ＴＮ排放量、ＴＰ排放量）（ｋｇ）

３　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评价

３．１　共同前沿效率（ＭＴＥ）和群组前沿效率（ＧＴＥ）分析
３．１．１　不同粮食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测算与比较　
在假设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运用共同前沿（Ｍａｔ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模型，将５种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投入和产出指标
带入其中，运用ＭａｘＤＥＡ７．２．１版本软件，选择方向距离函数
产出导向对数据进行计量，分别测算出共同前沿效率和群组

前沿效率（表４）。

表４　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粮食不同经营主体技术效率的统计描述

经营主体
共同前沿效率（ＭＴＥ） 群组前沿效率（ＧＴＥ）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龙头企业 ０．５６５ ０．５２４ ０．５４０ ０．００９ １ ０．７４９ ０．８７４ ０．０８３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５ ０．８０３ ０．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５ ０．８０４ ０．２１１
家庭农场 ０．７６５ ０．５２７ ０．５５８ ０．０３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３７ ０．８３８ ０．１１６
专业大户 ０．５５４ ０．５２９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６ ０．９３１ ０．０５７
农户 １．０００ ０．５３６ ０．５５２ ０．１４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８７０ ０．１６６

　　由表 ４可知，在共同前沿下，各群组耕地生产效率值
（ＭＴＥ）从高到底排列依次为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龙
头企业、专业大户，其值分别为０．８０３、０．５５８、０．５５２、０．５４０、
０．５３８。说明如果采用潜在最优生产技术，农业合作社还有
１９．７％的效率提升空间；同理，家庭农场、农户、龙头企业、专
业大户仍分别有４４．２％、４４．８％、４６．０％、４６．２％的效率提升
空间。在群组前沿下，首先，群组技术效率表现最佳的是专业

大户，ＧＴＥ均值达０．９３１，最大值为１．０００，接近最优状态；表
现最差的是农业合作社，ＧＴＥ均值为 ０．８０４，最小值仅为
０５２５。其次，群组前沿下龙头企业和农户标准差相对较小，

说明该群组内部差异较小。ＭＴＥ和 ＧＴＥ均值差距最大的是
专业大户，差值为０．３９３。ＭＴＥ表现最佳的是农业合作社，
ＧＴＥ表现最佳的是专业大户，专业大户 ＭＴＥ和 ＧＴＥ差值为
０．３９３，表明专业大户并不能代表耕地生产效率先进水平，而
农业合作社差值仅为０．００１，表明农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粮食种植耕地生产的先进水平。

３．１．２　不同蔬菜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测算与比较　
采取粮食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分别

对５种不同经营主体蔬菜的耕地生产效率进行测算（表５）。

表５　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蔬菜不同经营主体技术效率的统计描述

经营主体
共同前沿效率（ＭＴＥ） 群组前沿效率（ＧＴＥ）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龙头企业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１ ０．８３９ ０．１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６ ０．９８７ ０．０２３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７ ０．８５７ ０．１９８ １．０００ ０．５７２ ０．９０４ ０．１５８
家庭农场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８ ０．７４０ ０．１２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７ ０．９４６ ０．０９３
专业大户 ０．５７４ ０．５３２ ０．５５９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６ ０．９７１ ０．０６０
农户 ０．８４７ ０．５２４ ０．６７６ ０．１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７ ０．８９４ ０．１５６

　　由表５可知，关中地区不同种植蔬菜的农业经营主体群
组前沿效率值均大于共同前沿效率值，群组前沿下各经营主

体的ＧＴＥ表现最佳均达到１．０００。在共同前沿下，各群组耕
地生产效率值（ＭＴＥ）从高到底排列依次为龙头企业、农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户、专业大户，其值分别为０．８３９、０．８５７、
０．７４０、０．６７６、０．５５９，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特别是龙头企业
因具备资金和人才等诸多优势，使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

化水平普遍较高，技术效率得以充分发挥，因而 ＭＴＥ表现较
好，家庭农场、农户、专业大户仍分别有 ２６．０％、３２．４％、
４４．１％ 的效率提升空间。在群组前沿下，ＧＴＥ均值表现较好
的前３位分别为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标准差分别
为０．０２３、０．０６０、０．０９３，也排在前３位，而排在第４位的农业
合作社也超过了０．９００，说明除普通农户外，蔬菜经营主体技
术发展对均衡、技术效率差异不明显，相对于粮食生产虽然蔬

菜生产周期较短，但几乎每天都须要人工除草、洒水、喷药等

操作，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工数量和时间成本，新型经营主体的

集约化管理更适用于提升蔬菜种植的耕地生产效率。

３．１．３　不同水果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测算与比较　
采取上述测算方法，分别对５种不同经营主体蔬菜的耕地生
产效率进行测算（表６）。由表６可知，关中地区不同种植水
果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ＧＴＥ显著高于
ＭＴＥ。在共同前沿下，技术效率最高的是农业合作社，均值
ＭＴＥ达到０．９０１，随后依次是龙头企业、农户、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如果采用潜在最优生产技术，农业合作社还有９．９％的
效率提升空间；同理，龙头企业、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仍

分别有２５．８％、２８．２％、４１．６％、４６．６％的效率提升空间。在
群组前沿下，表现最佳的是龙头企业，ＧＴＥ均值达０．９６６，最
大值为１．０００，接近于最优状态；表现最差的是家庭农场，ＧＴＥ
均值为０．８３３，最小值仅为０．５６２，表明将环境因素纳入耕地
生产效率衡量框架之后，无论是与家庭农场群组前沿最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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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水果不同经营主体技术效率的统计描述

经营主体
共同前沿效率（ＭＴＥ） 群组前沿效率（ＧＴＥ）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龙头企业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９ ０．７４２ ０．１６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９ ０．９６６ ０．０６０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５３９ ０．９０１ ０．１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６ ０．９２６ ０．１３９
家庭农场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６ ０．５８４ ０．１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２ ０．８３３ ０．１７２
专业大户 ０．５５４ ０．５１２ ０．５３４ ０．０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７ ０．９５３ ０．０５４
农户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４ ０．７１８ ０．１５３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７ ０．９０５ ０．１２３

产技术还是与共同前沿最优生产技术相比，家庭农场都仍有

较高的提升空间。ＭＴＥ和 ＧＴＥ均值差距最大的是农业合作
社，差值为００２５，表明相较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农业
合作社的水果生产水平较先进，由于水果种植需要专业的技

术人才，并且须要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因此龙头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具备资本和人才的绝对优势，而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

普通农户的技术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综上分析可知，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

率在群组前沿下的耕地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共同前沿下的耕地

生产效率；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耕地生产效率高于其他

３类主体，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普通农户３类主体与潜在最
优生产技术差距较大；无论是在共同前沿还是在群组前沿条

件下，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种植蔬菜的耕地生产效率最大，农

业合作社和普通农户种植水果的耕地效率最大，专业大户种

植蔬菜和水果的效率几乎持平，表明各类主体种植蔬菜和水

果的耕地生产效率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生产效率。

３．２　技术缺口比率（ＴＧＲ）分析
　　在对关中地区不同作物各经营主体ＭＴＥ和 ＧＴＥ测度的
基础上，利用技术缺口比率（ＴＧＲ）分析各主体间耕地生产效
率的差距（表７）。
　　由表７可知，种植粮食作物的各农业经营主体中，龙头企
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户的平均技术缺口比

率分别为０．６２３、０．９９９、０．６７５、０．５８０、０．６０６，从各主体技术缺
口比率稳定性来看，农业合作社的技术缺口比率标准差最小，

结果最稳定。该结果说明农业合作社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

条件下被评价单元的参考集并没有太大差距，农业合作社达

到潜在技术效率最优水平的９９．９％，代表了粮食种植的最高
水平，基本实现了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种植蔬菜的各经

营主体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

户、专业大户，表现最稳定的前３位依次是专业大户、农户、家
庭农场，表明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最接近潜在的

生产效率。在种植水果的各经营主体中，ＴＧＲ值最高的仍为
农业合作社，其次是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且专业大户的技术

缺口比率标准差最小，结果仍最稳定。综合来看，农业合作社

相对于其他经营主体在种植各类作物中表现最优，基本上代

表了农产品种植的最高水平。

３．３　耕地生产无效率分解
　　为了进一步探究关中地区各农业经营主体间耕地生产效
率无效的原因，进而为各级政府提供参考，将各经营主体的耕

地生产无效率（ＩＥ）分解为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ＴＩＥ）和管理
无效率（ＭＩＥ）（表８）。
　　由表８可知，关中地区各农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无效
率无效的原因大部分是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ＴＩＥ），综合粮

表７　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技术
缺口比率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作物种类 经营主体
技术缺口比率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粮食 龙头企业 ０．７１０ ０．５３１ ０．６２３ ０．０５４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７
家庭农场 ０．８３２ ０．５３７ ０．６７５ ０．０７８
专业大户 ０．６３８ ０．５３０ ０．５８０ ０．０３４
农户 ０．９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６０６ ０．１０６

蔬菜 龙头企业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７ ０．８４８ ０．１３０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８ ０．９４７ ０．１３０
家庭农场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０ ０．７８２ ０．１００
专业大户 ０．６３８ ０．５３３ ０．５７７ ０．０２７
农户 ０．８８０ ０．６６１ ０．７６３ ０．０７５

水果 龙头企业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９ ０．７７１ ０．１６７
农业合作社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８ ０．９７１ ０．０５７
家庭农场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６ ０．７２５ ０．１６９
专业大户 ０．６１９ ０．５１５ ０．５６１ ０．０２６
农户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２ ０．６９８ ０．１４１

食、蔬菜和水果的耕地生产无效率原因，其中龙头企业和专业

大户平均ＴＩＥ占比高于其他主体，表明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
的管理水平相对较完善，管理体系也较完整；同时，虽然龙头

企业和专业大户相对于其他经营主体技术水平较高，但他们

在技术方面的提升空间大于管理方面，这可能是由于龙头企

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或相关部门对专业大户的技术支持不够

到位，所以它们仍须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努力。ＭＩＥ占比
最高的是农业合作社，说明农业合作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技

术方面可提升空间不大，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问题须要改进，反

映出农业合作社的管理体制可能存在缺陷。而农户和家庭农

场ＴＩＥ和ＭＩＥ占比相对均衡，因为相对于其他经营主体而
言，家庭农场更接近于农户这一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只是在规

模和人员数量上稍有增加，可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仍存在一

定的欠缺，因此它们在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须要解决

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条件下，测算了关中地区

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主

体的技术缺口比率（ＴＧＲ），并将各主体的耕地生产无效率分
解为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ＴＩＥ）和管理无效率（ＭＩＥ）。结果
表明，关中地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耕地生产效率在２种前沿
下有明显差异，即群组前沿下的耕地生产效率明显著高于共

同前沿下的耕地生产效率。主要原因是关中地区耕地生产技

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须要提高技术水平，在技术研发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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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耕地生产效率无效率因素分解

农作物种类 经营主体 ＩＥ
ＴＩＥ ＭＩＥ

均值 占比（％） 均值 占比（％）
粮食 龙头企业 ０．４６０４ ０．３３３９ ０．７３ ０．１２６５ ０．２７

农业合作社 ０．１９７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１９５８ ０．９９
家庭农场 ０．４４２２ ０．２８０６ ０．６３ ０．１６１６ ０．３７
专业大户 ０．４６１５ ０．３９２５ ０．８５ ０．０６９０ ０．１５
农户 ０．４７８０ ０．３４７２ ０．７３ ０．１３０８ ０．２７

蔬菜 龙头企业 ０．１６１１ ０．１４８１ ０．９２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８
农业合作社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４７１ ０．３３ ０．０９６３ ０．６７
家庭农场 ０．２６０３ ０．２０６４ ０．７９ ０．０５３９ ０．２１
专业大户 ０．４４１３ ０．４１２３ ０．９３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７
农户 ０．３２４０ ０．２１８３ ０．６７ ０．１０５７ ０．３３

水果 龙头企业 ０．２５７５ ０．２２３４ ０．８７ ０．０３４２ ０．１３
农业合作社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２４６ ０．２５ ０．０７４５ ０．７５
家庭农场 ０．４１５６ ０．２４８６ ０．６０ ０．１６７０ ０．４０
专业大户 ０．４６６４ ０．４１９６ ０．９０ ０．０４６８ ０．１０
农户 ０．２８１９ ０．１８６６ ０．６６ ０．０９５３ ０．３４

方面努力，提高耕地生产效率。无论是在共同前沿条约件下

还是在群组前沿条件下，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种植蔬菜的耕

地生产效率最大，农业合作社和普通农户种植水果的耕地效

率最大，专业大户种植蔬菜和水果的效率几乎持平，表明各类

主体种植蔬菜和水果的耕地生产效率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

地生产效率。关中地区各经营主体的生产无效率无效主要是

因为技术水平差距无效率，所以主要应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来提高耕地生产效率。其中，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主要须要

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努力；而农户和家庭农场 ＴＩＥ和 ＭＩＥ
占比较均衡，说明它们在提升自身技术的同时也须要解决管

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农业合作社则在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须要改进。

综上，为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

各类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加强对各农业经营主体的针对性培
育。关中地区各区（县）应充分发挥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才

优势，有针对性地加快对各类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工作，提升

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水平，着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

效率，不断提升各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２）进一步发挥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辐射作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资本

优势、规范的组织管理水平以及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优势

和应对市场的变化能力。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吸引更多农户加入龙头
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充分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

用，帮助提升小农户对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３）加强对微观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管理和支持。虽然专业大户表现出的技

术水平较高，但管理模式相对落后，家庭农场和普通农户在管

理和技术方面都存在较大欠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对家庭农场

和农户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和管理培训，减少耕地生产过程中投

入的浪费，不断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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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基于江苏１２０２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张　兵，金　颖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按照借款目的及渠道将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进行细分，基于农村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农
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生产投资对农户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受到正规生产性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对较高消费支出水平家庭的非基本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用于购建房支出的正规消费性借款的满

足减少了家庭消费资金对生产投资资金的挤占，增加了家庭生产投资的支出，正规消费性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也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非正规消费性信贷约束对中等消费水平家庭的非基本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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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农户来说，农村金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完善高
效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福利的提高起重要作用［１］，中国农

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更加决定

了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而现实是在发展中国家信贷约

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农村地区，由于抵押品缺

乏、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农户贷款需求时常得不到满足，面

临严重的信贷约束［２－１０］，当农户存在资金需求时，其既可以

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也可以选择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周转，不

同借款目的农户借款渠道的选择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信

贷约束不仅来自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其可能给

农户福利带来损失［１１］。现有学者在研究信贷约束问题时多

从正规或非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视角考虑，研究信贷约束对

农户福利的影响多局限于正规金融的信贷配给，鲜有同时考

虑到不同借款目的、不同借款渠道下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与

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将细分农户基于不同借款目的对正

规、非正规金融的借款需求，分析不同类型的信贷约束对农户

福利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户

生产发展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非正规金融在满足农

户消费需求方面贡献较大［１２－１３］；生产性贷款的获得可以促进

农户生产投入的增加，从而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农户的消

费支出；而消费性贷款的获得可以直接增加农户的消费支

出［１４］，或通过减少家庭消费资金对生产投资资金的挤占间接

增加了家庭的生产投资支出，进而也能对家庭收入和消费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１５］。那么，在不同借款需求、不同借款渠

道下，哪一类借款受到的信贷约束最强？信贷约束的缓解对

农户收入、消费等福利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是否

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本研究将从正规和非正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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